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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至成人初期的憂鬱症狀發展軌跡： 

自尊與父母教養的長期發展影響

丁士珍 1*    江守峻 2

摘　要

研究目的

青少年初期至晚期的心理健康發展對其一生身心健康具有關鍵

性影響，然而國內卻缺乏此階段心理發展變化之本土研究，故有填

補此缺漏之必要性。

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本研究採用「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之縱貫性追蹤研究」資料，

以 2,690位青少年為研究對象，應用潛在成長曲線模型，分析父母教

養、自尊與青少年憂鬱症狀長期變化發展之情形。

研究發現或結論

研究結果發現，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共經歷三次的轉換階段（高

一、高三、大二），且各階段成長速率皆不同；青少年憂鬱症狀有

逐年提升的狀況，且起始狀態和成長速率間具各別差異，二者間呈

正相關；在教養行為上，嚴厲教養會提高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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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速率，而關愛支持僅會降低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自尊會正向影

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整個青少年時期的憂鬱成長幅度。

根據結果，本研究說明自尊與教養方式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具

不同時序且長期的影響效果。

研究原創性／價值

本研究為國內首創採用縱貫性追蹤研究，探討本土青少年初期

至晚期的心理健康發展趨勢。親子關係和自尊是影響青少年身心健

康的重要因素，若能了解在不同時序和長期下教養方式和自尊對青

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影響，則有機會創造出不同因應策略，達到預

防之效用，由此突顯本研究之價值。

教育政策建議或實務意涵

升學制度對臺灣青少年心理健康有很高的關聯性，故建議父母

與學校從業人員，適時給予情緒支持、考試焦慮的因應策略；青少

年憂鬱的初始狀態與憂鬱症狀的發展速率具高關聯性，若要達到預

防的效用，家庭和學校端應提供支持環境、引導青少年正向地評價

自己，以增進他們初期的心理健康；青少年感受到關愛支持的教養

是有助於心理健康的關鍵因素，學校心理衛生工作者應提供適切的

資源，幫助父母檢視與子女的互動方式。

關鍵詞：青少年、心理健康、教養方式、自尊、潛在成長曲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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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S FROM 

ADOLESCENCE TO EARLY ADULTHOOD : 
LONG-TERM DEVELOPMENTAL EFFECTS OF 

SELF-ESTEEM AND PARENTING

Shi-Jan Ting1*            Shou-Chun Chiang2

ABSTRACT

Purpose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from early to late adolescence has 
critical effects on individual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roughout 
their lives. However, local research on changes in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during this stage is lacking in Taiwan, making it 
necessary to fill this gap.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Data  f rom the  "Long i tud ina l  Track ing  S tudy  on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Taiwanese Adolescents" were used 
to analyze long-term changes in parenting, self-este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 potential growth curve 
model was applied to a sample of 2,690 adolescents. 

Findings/resul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adolescents experience three 
transitional peri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high 
school freshman, high school senior, and college sophomor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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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wth rate differing in each stage. (2)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show a year-by-year increase with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itial state and growth rate, which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3) Regarding the effects of parenting behaviors, strict parenting 
increases the initial state and growth rat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whereas caring support only decreases the growth rate. (4) Self-esteem 
positively influences the onset and growth rat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throughout adolescence. Thus, this study’s findings show that self-
esteem and parenting styles have different temporal and long-term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Originality/value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use longitudinal data to examine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from early to late 
adolescence in Taiwa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self-esteem a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adolesc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y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parenting styles and self-esteem on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over time, we can 
identify different coping strategies to achieve preventive effects, thus 
enhancing this study’s valu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practice

As the school system is a crucial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aiwanese adolescents, parents and school practitioners are advised to 
provide timely emotional support and strategies to address test anxiety. 
Adolescents feel that caring and supportive parenting is a key factor 
in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and school mental health workers should 
provide appropriate resources to help parents examine how they 
interact with their children.

Keywords: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parenting style, self-
esteem, potential growth curv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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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青少年從兒童期過渡到青春期，在心理和生理上產生巨大變化，青少

年期最普遍且影響深遠的心理困擾之一即憂鬱（Twivy et al., 2023），不但

導致個體悲傷、內疚感、失去興趣、注意力不集中外，也會影響學校表現

及社會化（Askeland et al., 2022; Kaiser et al., 2021）；憂鬱症更是長期憂

鬱情緒累積的精神障礙，在生理上不但影響下視丘的生理調節功能，導致

神經內分泌紊亂（Alaie et al., 2020; Stepanous et al., 2023），行為上更被認

為是日後自殺和自殘的主要原因（Mancinelli et al., 2022; Núñez et al., 2020; 

Shen & Wang, 2023），是故青少年時期心理健康發展尤為重要（Twivy et 

al., 2023）。針對青少年憂鬱的影響因素或其帶來的行為影響，國外已累

積相當多縱貫性研究資料（Alaie et al., 2020; Funkhouser et al., 2021; Liang 

et al., 2021; Park et al., 2023; Weavers et al., 2021），反觀類似的研究，目

前，國內仍多屬橫斷面資料分析。這類型研究僅對某單一特定時間點的青

少年整體憂鬱狀況進行測量，如是僅能觀察到這個時間點上下短暫期間的

變化，進而藉由某標準截斷點（cutting point），抑或依循全體平均數的固

定發展路徑，來描述或推論整體青少年樣本中個體與團體之變化情形；然

而由於缺乏納入「時間」變項，忽略現象本身在時空脈絡影響下可能之「變

化」，因而無法得知在發展軌跡下的個體差異，造成推論上受到了限制，

因此勢必須藉由長期追蹤與重複測量的縱貫性研究，來探究整個青少年時

期個體身心發展變化的軌跡。

對大部分青少年來說，家庭是生命早期重要生活場域，父母為其重要

他人，雖然在青春期階段子女對個人自主性的追求在增加，往往降低了親

子間親密情感的連結，而加劇了與父母的衝突（Ohtani et al., 2023; Wolff et 

al., 2020），這些在家庭脈絡中所經歷的負向生活經驗，形成了青少年挫

折與壓力的主要來源（Liang et al., 2021）。儘管如此，親子關係對青少年

心理適應和幸福感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相關因素（Campbell & Osborn, 2021; 

Goodwill, 2021），父母親的關愛與支持對青少年身心發展有深遠的潛在

性影響（Li et al., 2023; Twivy et al., 2023），缺乏情感的支持、親子關係

品質變化（Ohtani et al., 2023） 等，直接或間接影響青少年子女行為和情

緒問題的發展（Jopling et al., 2020; Kaiser et al., 2021），並對憂鬱症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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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力。進一步而論，青少年在父母教養方式中對親子關係品質之主觀評

估，也可能是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變因之一（Goodwill, 2021; Morrow 

et al., 2021），若長期感受到父母親的嚴厲教養及管教，將形成家庭脈絡

的不利條件，易使青少年身心健康情形變得脆弱（Peh et al., 2020; Wolff et 

al., 2020）；反之，青少年若感受的父母親的關愛和支持，則能成為青少

年憂鬱症狀的保護因子（黃鈺婷，2007；Forresi et al., 2023; Ohtani et al., 

2020）。

另一方面，心理資源（Psychological resources）透過不斷與環境脈絡

中的重要他人互動而累積，以去應對生活中的挫折，深深影響自尊的發

展（Li et al., 2023），而較低的自尊，可能導致認知功能障礙和情緒問題

（Bardhi et al., 2022; Jindal et al., 2022）。相關研究更進一步指出，自尊

會隨著環境脈絡和個人經驗不斷，表現出持續的變化與修正，且與青少年

憂鬱症狀之間，呈負向關係，是影響憂鬱症狀跨時間變化軌跡的關鍵因素

（Andersen, 2021; Zhang et al., 2023）。因此，低自尊的青少年，可能表現

出相對較差的身心健康情形，長久下來，隨著時間的演進，不利身心健康

的反饋，則反映在個人的憂鬱症狀上（黃鈺婷，2007）。

過去針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研究，文獻雖然已經累積諸多關於家庭系

統如何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以及個人對於自身價值的整體意識和評

價之研究，但卻因缺乏時間的縱向脈絡考量，而無法作為青少年身心健康

發展軌跡的論證。是故，本研究採以潛在成長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LGC），從一般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長期發展與變化為題，以家庭環

境脈絡立場出發，考量在「時間推演」為變項的主軸下，探討父母教養方

式和自尊如何與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變化產生關聯，並依以闡明青少年初期

至晚期的心理健康發展軌跡與成長速率之影響，以期具體呈現青少年各別

憂鬱症狀發展的軌跡變異與所呈現的動態轉折。以及進一步瞭解早期父母

教養與自尊對於青少年中期至晚期的憂鬱發展變化是否有所影響。本研究

不論在具體的實證研究發現，抑或在理論層次的釐清，都同具有顯著意義。



9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第三十二卷　第四期，2024年 12月，頁 003-039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32, No. 4

貳、文獻探討

一、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內涵與發展

（一）青少年憂鬱症狀 

憂鬱情緒是指個體處於負面情緒的狀況，而感到身心上的不適，伴

隨悲傷、孤獨和心情低落等不愉快的情緒，以及產生頭痛、失眠、肌肉痠

痛等多種綜合而成的身心狀態。憂鬱情緒在青少年族群中最為普遍（Liu 

et al., 2020; Jopling et al., 2020; Usán Supervía & Quílez Robres, 2021），自

我憎恨、孤獨、悲傷、易怒是青少年憂鬱中最主要的情緒症狀（Twivy et 

al., 2023）。在國內，大約有 1/4的國高中生被憂鬱情緒困擾（董氏基金

會，2018），青少年期憂鬱情緒若未得到適當處理，對日後社會心理發展

及學業表現等方面將造成負面影響（賴慧敏等，2017；Jopling et al., 2020; 

Hunt et al., 2023），且容易伴隨其他的身心疾病（Shen & Wang, 2023）；

嚴重的憂鬱情緒甚至與日後發展為青少年憂鬱症的風險有關（Núñez et al., 

2020）。

針對青少年憂鬱主要有三種分類取向（Compas et al., 1993; Petersen 

et al., 1993）：一是從青春期發展為觀點，在未特定時間內出現的沮喪、

低落、不愉快的憂鬱情緒（Yan et al., 2021）。其二認為憂鬱症是一種行

為和情緒共同發生的組合，屬憂鬱症候群（Campbell & Osborn, 2021），

情緒症狀上包含了焦慮與憂鬱，如：感到孤獨、不被愛、沒有價值、需

要完美、懷疑、緊張、害怕、內疚、悲傷、以及擔心（Kaiser et al., 2021; 

Liang et al., 2021）；在行為症狀上為社會退縮、身體抱怨、注意力問題、

思考問題、犯罪行為、自殘和攻擊行為（Mancinelli et al., 2022; Shen & 

Wang, 2023）。第三為臨床上的憂鬱症，是一種源於精神病理學的疾患

（Peh et al., 2020; Stepanous et al., 2023），臨床青少年憂鬱症診斷與成人

無異（Ssegonja et al., 2022; Twivy et al., 2023），係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協

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的心理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

五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V）

（APA, 2013），診斷標準係為，每天大部分時間內，至少出現五項符合

的症狀，且持續兩周；DSM-V明列出與憂鬱相關的症狀，包括：憂鬱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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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活動缺乏興趣或樂趣、睡眠和飲食障礙、精神運動性遲滯或激動、容易

疲倦、無價值感或過度罪惡感、專注力下降、有自殺的意念或行為。

憂鬱症是一種慢性和致殘性疾病，能造成人類失能，是全世界最普

遍的疾病之一（WHO, 2021）；往往始於童年或青春期致病（Leno et al., 

2022; Winsper et al., 2020）。青少年是憂鬱症發展的高危險群，據估計，

13到 18歲的青少年 15%會出現憂鬱症狀，其中 11.7%符合重度憂鬱症

的標準（Rikard-Bell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22），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Mojtabai et al., 2016）；研究也進一步發現，青少年時期越早罹患憂鬱症，

對其社會、心理影響的嚴重性越大（Hunt et al., 2023; Wright, 2016），反

覆復發的高機率（Stepanous et al., 2023; Yan et al., 2021），增加重度憂鬱

症和企圖自殺的風險（Liu et al., 2023; Shen & Wang, 2023）。

（二）青少年憂鬱的長期發展

在青春期青少年面臨生理、認知、社會等方面的變化，同時也是建立

自我概念的發展階段（Erikson, 1968），而自我評估和自我控制是自我概

念中兩個重要的因素（Brummelman & Sedikides, 2020; Filosa & Alessandri, 

2022），當個體面對壓力時透過自我評估和控制進行調適，不當調適

影響身心健康，最後產生憂鬱情緒（Jindal et al., 2022; McPherson et al., 

2021）。

青少年最常面對的憂鬱情緒風險因子，如家庭經濟、親子關係、學業

期望、同儕關係，具有累積效果，累積越多，個體越可能罹患憂鬱症（黃

昱得，2014）。相對於憂鬱情緒，青少年憂鬱症通常具有慢性，起伏的

過程，症狀初始狀態與變化存在性別差異（Copeland, 2023; Forresi et al., 

2023），容易導致同儕或家庭關係衝突、學習成就下降，長期憂鬱將會對

大腦造成傷害（Alaie et al., 2020; Winsper et al., 2020），嚴重甚至有自殺

的負面念頭（Liu et al., 2023; Poudel et al., 2022）。越多憂鬱症狀持續到成

年，增加了成年後患有重度憂鬱症的風險（Alaie et al., 2022; Twivy et al., 

2023）和反覆復發的機率，並提升成年患者首次自殺未遂的風險（Guo et 

al., 2021; Rikard-Bell et al., 2022）。因此，青少年憂鬱若未得到適當處理，

對日後社會心理發展將造成負面影響（Funkhouser et al., 2021; Park & Kim,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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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期的心理健康對長期發展實具有其重要性，是故透過掌握憂

鬱症狀長期發展的趨勢，有助於如何維持青少年心理健康，甚至預防或介

入青少年憂鬱情況有著重大的意義。目前國內外研究仍大多係單一時間的

橫斷面研究（賴慧敏等，2017），故僅能藉由數個不同樣本的橫斷世代資

料，從概括的面向切入來觀察整體的改變，致使既無法推論跨時間的連續

變化，亦無法描述個人長期發展路徑的差異，有時甚至會出現偏誤解釋

（Wickord & Quaiser-Pohl, 2022），或是兩個橫斷面研究結果彼此矛盾的

現象（Shin et al., 2022）。因此橫斷面研究較無法適切地描述青少年憂鬱

症狀的長期變化情形，故尚需縱貫性研究釐清個體實際的心理健康長期發

展變化情形。

國內有關青少年憂鬱的縱貫研究探討並不多，周玉慧（2015） 追蹤青

少年在國三、高三、大三與 26歲的憂鬱發展，發現整體呈下滑趨勢；吳

博瀚等人（2012）分析國一、國三、高二的男女指出，不論性別國三的憂

鬱分數都最高，高二則下降；賴慧敏等人（2017）研究國一、國三、高二

與高三的憂鬱症狀顯示，國三為憂鬱的高峰轉折點，且前一波的憂鬱會影

響到下一波，是故憂鬱具有預測性和持續性的特點。然而上述的研究均為

不連貫的分析憂鬱變化，並無法判斷憂鬱發展與時間軸之間的連續關係，

因此難以確定青少年憂鬱變化的情形。

而在長期連續的縱貫性研究中發現，青少年初期至中期（國一到國三）

的憂鬱發展變化，會因為父母負向管教、社經弱勢，而提高青少年憂鬱症

狀起始值（黃鈺婷，2007），而親子關係滿意度能影響憂鬱起始狀態與成

長速率，但憂鬱起始狀態未必會影響成長速率（吳齊殷、黃鈺婷，2010；

黃鈺婷，2011）。

此外，劉宗幸、江守峻（2020）的研究指出，國三至高二憂鬱症狀發

展變化中，同儕依附和學校依附同時影響憂鬱症狀起始狀態和成長速率，

而憂鬱症狀起始值的高低與其成長速率成負向關係，且在高一至高二時急

遽成長。然而此研究對於青少年憂鬱起始狀態與成長速率之間的關係，以

及青少年中期至晚期的憂鬱程度發展變化與之前研究相比，均產生矛盾的

研究結果。

或許是因為研究分析的複雜度，目前國內尚未有連貫地探討憂鬱長期

變化的相關文獻，也就是運用大型資料庫持續地追蹤青少年憂鬱的逐年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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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趨勢。例如，周玉慧（2015）僅使用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中的 2000

年（國三）、2003年（高三）、2006年（大三）及 2011年（成年約 26

歲）的不連續資料，未能使用資料庫完整的逐年資料設計，以掌握憂鬱症

狀的連續性發展變化。吳齊殷與黃鈺婷（2010）則僅探討國中三年的憂鬱

症狀發展，未能納入高中及大學階段的中期與晚期青少年階段。賴慧敏等

人（2017）的研究亦使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中的不連續資料：2001

年（國一）、2003年（國三）、2005年（高二）、2007年（高三），於

是現有文獻多為探討不連貫的憂鬱發展情形，未能充分描述憂鬱症狀的逐

年變化趨勢，尤其是青春期中期至晚期的憂鬱發展變化仍無具體掌握，故

本研究將檢驗青少年初期至晚期完整的憂鬱展變化，將能更深入的了解青

少年心理健康的長期發展。

二、父母教養與青少年憂鬱

青春期是一個關鍵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青少年開始形成獨立身分

和自我意識增強（Ohtani et al., 2023），因此認知和社會情感能力都產生

了變化，從而導致他們容易出現一些社會心理問題。對於青少年的身心健

康發展，家庭是其受到最多直接影響的生長脈絡，也是關鍵性影響因素。

父母在此階段仍然是青少年重要的情感連結，不僅影響他們的自我意識發

展品質，更進一步影響在壓力情境下個體的情緒反應和調節能力（Alaie et 

al., 2020; Chou et al., 2022）。

源自於家庭中與父母不良的互動，對大部分的青少年來說是挫折和壓

力的負向生活經驗主要來源。在憂鬱症形成的多重因素中，青少年早期所

經歷的負面生活經驗，對其身心健康發展具負向影響；父母教養方式所導

致的親子關係與憂鬱症狀發展更具密切相關（Forresi et al., 2023; Li et al., 

2023; Morrow et al., 2021）。父母教養方式通常根據對子女的行為來界定，

關愛教養指的是對孩子表達積極的情感、享受彼此的陪伴、在孩子痛苦時

給予積極支持和安慰，並提供子女適當的監督；嚴厲教養指的是專制性質

較強、不重視子女說明解釋、不顧慮子女感受，較少表達積極的關懷，以

及涉及怒罵體罰的管教行為（Liu et al., 2022; Maciver & Girard, 2022）。

在研究父母教養風格對青少年憂鬱症狀影響的研究成果表示，父母的

關愛、接納與支持可能構成 「足夠好」的條件，青少年覺知與父母關係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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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在有困難時能得到父母情感支持，則越能減少其憂慮、焦慮等負面

心理症狀出現的機率，並進而促進子女心理健康的發展（Choi et al., 2020; 

Chou et al., 2022）。再者，青少年能透過父母關愛教養進一步增加自身的

社會技能、問題解決能力和社會支持，對生活中負面影響事件所造成的壓

力，產生關鍵的保護性作用，緩和或降低焦慮、憂慮的風險（Buchanan et 

al., 2022; Noret et al., 2020）。

相反的，相較於父母的關愛支持，嚴厲教養所反映出的父母教養方式，

是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起始狀態的關鍵因子（Guo et al., 2021; Forresi et al., 

2023 ），亦是預測青少年罹患憂鬱症的危險因素之一（Yaffe, 2023; Zhang 

et al., 2023），並進一步增加了成人心理病理學的風險（Azahari & Amir, 

2022; Hunt et al., 2023）。嚴厲教養的父母較少給予子女積極的關懷和支

持，導致父母與青少年關係中缺乏�暖，是誘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一個重

要危險因子（吳齊殷、黃鈺婷，2010；Peh et al., 2020），並還和其他心理

問題，如青少年的自殺意念和行為問題相關（Liu et al., 2022; Wickersham 

et al., 2020）。

綜合上述，當青少年正處關鍵的發展歷程時，親子關係是影響青少

年身心健康的重要情感連結，關愛教養下的溫暖和支持會使青少年焦慮、

憂鬱等負面心理狀態有下降趨勢（Azahari & Amir, 2022; Buchanan et al., 

2022; Choi et al., 2020; Maciver & Girard, 2022）；反之，若長期處在嚴厲

教養的負向互動關係脈絡中，其所造成的影響可能會顯現在青少年憂鬱症

狀發展的軌跡中。然而，目前較少有研究探討早期父母教養與青少年中期

至晚期的憂鬱發展之關聯，故本研究之獨特性在於除了瞭解早期父母關愛

支持與嚴厲教養跟青少年早期憂鬱症狀之關係，亦探討其對青少年中晚期

的憂鬱發展是否有所影響。

三、自尊與青少年憂鬱

自尊是自我概念的組成部分，是個人自我評價後自我接納的價值感

（Filosa & Alessandri, 2022; Petratou et al., 2020; Rosenberg, 1979; Ruiz-

Bartolomé & Greca, 2023），亦是個體對自身價值的整體意識，可代表其

正向的心理素質和所擁有的內在資源，進而作為個人面對挫折的力量。

自尊亦涉及個人對自己在不同生活領域的正負向總體評價（Ros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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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個體從成功經驗中獲得正向的自我評價，並因為挫折和失落帶來

負向的自我評價。因此，自尊是一種容易受外在情境影響的特定內在狀

態，會隨所身處的環境與外在回饋而產生波動（Brummelman & Sedikides, 

2020; Kim & Choi, 2020）。

自尊作為青少年對自己價值判斷和肯定的程度，受到其生理、認知

和情緒等方面的影響，多重的自我相關訊息，如個體處理壓力和挑戰的自

我特性，常受生活經驗而產生變動，反覆地影響青少年對自己的評價和感

受（Andersen, 2021; Kim & Bae, 2023）。過去許多研究採用整體自尊變項

分數來檢驗自尊與身心適應的關係，並指出自尊的高低和青少年心理適應

有一定關聯性（Filosa & Alessandri, 2022; Ibrahim et al., 2023; Kim & Choi, 

2020）。

自尊和憂鬱可代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兩項重要內涵（劉宗幸，2022；

Jannah et al., 2022; Petersen et al., 1993），研究發現，青少年的自尊和憂鬱

症狀間具相關性，低自尊的青少年罹患憂鬱症狀的風險（吳齊殷、黃鈺婷，

2010；Orth & Robins, 2022）和自殺意念（Poudel et al., 2022） 均有正相關。

自尊對憂鬱症狀亦具預測效果，個人自尊的起伏與憂鬱症狀之間呈負

向關係（黃鈺婷，2007）。青春期早期的自尊能預測青春期晚期和成年期

早期的憂鬱症狀（Ibrahim et al., 2023; Jindal et al., 2022）。Trzesniewski等

人（2006）研究發現，11～ 15歲間低自尊青少年會增加 26歲罹患重度

憂鬱症的機率；Steiger等人（2014）研究亦顯示，12～ 16歲間低自尊或

自尊下降的青少年在 35歲時更容易出現憂鬱症狀。綜合以上研究發現，

自尊在整個青少年階段是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和改變的重要性因子，

而低自尊似乎是青少年容易產生憂鬱症狀的獨特地脆弱性因素（Orth & 

Robins, 2022; Preston & Rew, 2022）。 

四、研究目的

總結上述所論，透過文獻探討可知，父母教養方式中的關愛支持，係

壓力理論中的支持性因素，能增加個體心理健康素質，以降低青少年的憂

鬱程度；嚴厲教養，係壓力理論中的壓力因素，個體將所知覺到的負面訊

息內化成穩定且持久的心理特性，致使提升了青少年的憂鬱程度。另一方

面，自尊係為個人核心價值感的來源，青少年期因為身心發展的劇烈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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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象常隨生活經驗而變動，生理、認知、情緒等方面也會隨個別成熟

度的差異，反覆影響青少年對自我的正負向評價和自我接納的價值感。

然而不論是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憂鬱之間的關聯，抑或自尊對青少

年憂鬱的影響，以目前國內相關研究而論，多為單一時間的橫斷性研究，

少有縱貫性研究分析；而在僅有的數篇縱貫性研究中，又多以國中階段為

探討對象，少有高中以上的分析探討，故難以掌握長期連續性的實際發展

變化情形。因此本研究亟欲探究的是，透過檢驗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自

尊，以瞭解其與青少年憂鬱長期發展（國一至大二）的關係，藉以填補研

究上的缺口，並且透過了解父母教養與自尊對憂鬱長期發展之影響的意

義，進一步提供華人文化下的青少年適切的建議與具體的介入。

本研究分析亦考量影響青少年憂鬱發展變化的相關個體與環境因素，

包含青少年性別、學業壓力、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父母憂鬱。首先，過去

研究顯示女性青少年的憂鬱症狀高於男性青少年，其與性別社會化有關，

亦即女性會展現較多的負面情緒，而男性則較容易隱藏或選擇不展現出憂

鬱症狀（Cyranowski et al., 2000; Girgus & Yang, 2015）。再者，青少年面

臨較高的學業壓力也較容易出現較多的憂鬱症狀，尤其與臺灣的教育體制

有關（Ang & Huan, 2006; Huang et al., 2021）。第三，許多研究指出家庭

社會經濟地位如父母教育程度跟子女的憂鬱症狀有顯著相關，身處貧窮

或低社經地位的家庭，子女往往有較高程度的憂鬱症狀（Cao et al., 2021; 

Hallfors et al., 2004）。以及，父母親的憂鬱症狀也會影響子女的憂鬱症狀，

也就是憂鬱症狀可能有著代間傳遞的現象，過去研究亦顯示父母親憂鬱程

度愈高則子女也更容易產生憂鬱症狀（Goodman, 2020）。最後，過去研

究指出，比起男性青少年，父母教養對於女性青少年的憂鬱症狀有更高的

影響程度（Barton & Kirtley, 2012; Chiang et al., 2023）。因此，本研究亦

探討預測變項對憂鬱症狀的影響是否具有性別差異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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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使用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 TYP），

TYP為臺灣指標性的大型長期追蹤資料庫，其採用階層叢級抽樣於臺北

市、新北市與宜蘭市三個縣市進行系統抽樣，第一層以縣市為抽樣單位、

第二層以鄉鎮市區為抽樣單位，分層後以叢級抽樣在第二層中以學校和班

級為抽樣單位，研究當時國一學生（J1）與國三學生（J3）兩個世代為研

究群體，進行長期之貫時性追蹤研究。據此，本研究使用 2000年國一樣

本第一波（W1）為主，持續追縱其後續八年的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也就

是探討青少年於國一至國三、高一至高三，以及大一、大二與大四的縱貫

性發展，共計分析九波的縱貫性資料。TYP樣本之填答人數按各波依序為

2,690 人、2,683 人、2,664 人、2,354 人、2,030 人、1,826 人、1,748 人、

1,739人、1,875人。分析樣本流失情形顯示，女性、憂鬱症狀程度較高者、

自尊程度較低者較容易流失。

二、測量工具

（一）憂鬱症狀

青少年憂鬱症狀係參酌 Derogatis（1983）的症狀檢核量表（The 

Symptom Checklist-90-Revised）。由於TYP長期追蹤的調查題目有所差異，

本研究九波測量當中一致的兩個題項來測量青少年憂鬱症狀，題目為「孤

獨」和「鬱卒」，請受訪青少年填答過去一個星期中的憂鬱症狀程度，1

分代表「沒有」，5分代表「有，非常嚴重」。此量表於九個測量時間上

的信度 α值介於 .71 ~ .85。

（二）父母關愛支持

青少年在第一波時填寫父母關愛支持共五題，題目敘述父母親對青少

年的教養行為：「會問你對重要事情的看法」、「仔細聆聽你的看法或想

法」、「設法讓你了解他很關心你」、「設法讓你知道他欣賞你」、「表

現出支持你和了解你的樣子」等題目，計分方式為 Likert七點量表，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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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總是」，1分代表「很不符合」，整體得分愈高，代表青少年知覺

父母關愛支持程度愈高，此量表的信度 α值為 .90。

（三）父母嚴厲教養

青少年在第一波時填寫父母嚴厲教養共五題，題目敘述父母親對青少

年的教養行為：「對你發脾氣」、「很生氣地對你大吼大叫」、「掐你、

打你」、「因為你不同意他的看法和你爭吵」、「哭喊、叫罵、或嘮叨」

等題目，計分方式為 Likert七點量表，7分代表「總是」，1分代表「很

不符合」，整體得分愈高，代表青少年知覺父母嚴厲教養程度愈高，此量

表的信度 α值為 .88。

（四）自尊

青少年在第一波時填寫年自尊程度共計九題，過去研究顯示 TYP自

尊量表包含三個分量表：正向自尊、負向自尊與控制感（江守峻，陳婉真，

2018）。題目例如「我是個有價值（有用）的人」、「我很滿意我自己」、

「我沒有辦法解決自己的某些問題」（反向題）、「我用積極樂觀的態度

看待我自己」等題目，計分方式為 Likert四點量表，4分代表「很同意」，

1分代表「很不同意」，整體得分愈高，代表青少年自尊程度愈高，各分

量表的信度 α值介於 .70 ~ .79，總量表的信度 α值為 .74。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潛在成長曲線模式（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LGCM），

探討青少年國中一年級開始到大學四年級的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余民寧

（2013）指出 LGM係一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之應用策略，可稱為全 y模型，主要包含兩個潛在變項之估計（劉

宗幸，江守峻，2020）：(1) 截距（intercept）：亦稱起始狀態（initial 

status），在截距參數設定上，將因素負荷量皆固定為 1，此截距項顯示起

始點 y變項的原始值，例如青少年憂鬱症狀在國一時的平均分數；(2) 斜

率（slope）：又稱為成長速率（rate of growth），用以反映 y變項在測量

時間中的變化率，各因素負荷量可視研究假設進行參數設定，以掌握測

量變項在時間點上的變化趨勢。另外因為縱貫性資料經常會面臨樣本缺

失的資料問題，本研究採取完全訊息最大概似（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18 丁士珍、江守峻 :青少年至成人初期的憂鬱症狀發展軌跡：自尊與父母教養的長期發展影響

likelihood, FIML） 作為估計方法。FIML相較於各種刪除法與內插法來

說，研究顯示 FIML有較高的估計效能、較低的誤差，與較精確的模型拒

絕率等優點（余民寧，2013；Enders & Bandalos, 2001）。儘管 TYP縱貫

性資料的樣本缺失（attrition）並非隨機現象，亦即資料可能是非隨機缺失

（missing not at random, MNAR），FIML仍較其他分析策略（如 multiple 

imputation, pairwise deletion）有更少的估計誤差，是一較佳的 MNAR

縱貫性資料分析策略（Enders & Bandalos, 2001; Larsen, 2011; Newman, 

2014）。

除了青少年憂鬱症狀係使用 LGCM之統計方法，其他潛在預測變項則

依循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形成潛在變項（latent 

variables），用以探討各預測變項對於憂鬱症狀的影響效果。最後在模式

適配度上，本研究以 RMSEA（< .08）、CFI（> .90）、NFI（> .90）、IFI

（ .90）為模式適配指標。研究者使用 AMOS 26.0版與 SPSS 27版進行資

料分析。

肆、研究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各變項平均得分顯示：青少年知覺的父母關愛介於 5-35分（M = 

18.88, SD = 7.02）嚴厲教養介於 6-42分（M = 15.59, SD = 5.49）、自尊介

於 9-36分（M = 23.98, SD = 4.01），憂鬱症狀介於 2-10分（M = 2.78 ~ 3.53, 

SD = 1.31 ~ 1.77）。憂鬱症狀在第一波至第九波的平均得分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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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憂鬱症狀第一波至第九波的平均得分

二、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潛在成長模式

本研究運用 LGCM 中的未指定軌跡模型（unspecified trajectory 

model） 作為探討青少年憂鬱症狀在九年期間的發展變化軌跡，也就是

LGCM模型本身並不預設憂鬱症狀之為線性（linear）或特定曲線如二次

項（quadratic）或立方項（cubic）（余民寧，2013），而是透過設定斜率

因素負荷量於第一波與最後一波為 0與 1，其餘二至八波的因素負荷量提

供自由估計（不設定數值）。未指定軌跡模型的優點在於模型假定成長速

率或許為一變動趨勢，並不能由研究者事前決定其變化趨勢，給予統計程

式自由估計（Meredith & Tisak, 1990；江守峻，2018）。在模型誤差方面，

本研究亦予以自由估計，以確保發展軌跡符合實際上的解釋力，結果顯示，

各波的誤差變異數介於 1.14 ~ 2.29，且皆達顯著水準（p < .001），符合模

式中無負的誤差變異數，及誤差變異達顯著之適配標準。在 LGCM模式

適配上，雖然卡方考驗顯示不適配（Chi-square = 391.44, p < .05），但卡

方值易受樣本數影響，故應參酌其他指標。本模式的 RMSEA = .062，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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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小於 .08的良好適配；CFI = .91、NFI = .90、IFI = .91，皆大於 .90，達

到適配標準。上述結果顯示，本研究所設定的青少年憂鬱症狀 LGCM模

型與樣本資料有良好的適配，模式結果可用以討論青少年憂鬱症狀之縱貫

發展。

表 1結果顯示青少年憂鬱症狀的九波變化趨勢。第一，固定效果顯示

憂鬱症狀的截距平均數為 3.11，且達顯著水準（p < .001）；斜率平均數

為 .28，且達顯著水準（p < .001），上述結果說明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

分數為 3.11，之後於九年期間係以每波平均增加 .28的憂鬱症狀，代表著

憂鬱症狀有逐年提升的狀況。再從隨機效果說明，憂鬱症狀的截距變異數

為 .79，且達顯著水準（p < .001）；斜率變異數為 .02，且達顯著水準（p 

< .05），上述結果顯示青少年在國一的憂鬱症狀分數就存在著顯著個別差

異，以及國一至大四期間的憂鬱症狀成長變化情形，也存在著個別差異。

再者，相關係數顯示出截距與斜率的共變數為 .71，且該共變數達顯

著水準（p < .001），此結果說明在國一時憂鬱症狀分數較高者，其在九年

期間整體的憂鬱症狀成長速率較快；換言之，原先憂鬱症狀程度較高者，

也有較高的憂鬱成長幅度。最後，斜率的因素負荷量顯示，青少年憂鬱症

狀在第一波至第三波（國一至國三） 時持續增加，但進入第四波後呈現持

續下降至第五波（高一至高二），於第六波則急遽成長（高三）。接下來

第七波下滑（大一），第八波與第九波則再反轉為上升趨勢。綜合來說，

青少年的憂鬱症狀共經歷三次的轉換階段（高一、高三、大二），且各波

的成長速率皆有所不同，代表著未指定軌跡模型使程式自由估計有其必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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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憂鬱症狀潛在成長模式之參數估計

估計值 標準差 t值

固定效果

  截距平均數
  斜率平均數

3.11    
.28   

.03

.04
99.68***  
6.56***

隨機效果

  截距變異數
  斜率變異數

.79    

.02
.03
.01

23.42***  
2.37*

共變與相關

  共變數
  相關係數

0.10
.71

.02
--

5.87***  
--

斜率因素負荷量

λ1（第一波）
λ2（第二波）
λ3（第三波）
λ4（第四波）
λ5（第五波）
λ6（第六波）
λ7（第七波）
λ8（第八波）
λ9（第九波）

 
0
.55
1.64
-.81
-1.14
1.78
-.30
1.45
1

 

.12

.22

.21

.26

.25

.16

.21

 

4.79***

7.36***

-3.78***

-4.45***

7.13***

-1.97*

6.76***

註：* p < .05, *** p < .001.

三、預測憂鬱症狀發展軌跡

本研究在未指定軌跡模型上增加預測變項，探討青少年知覺到的父母

關愛支持、嚴厲教養與自尊對於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之影響，所有預測變項

皆設訂有相關，研究結果如圖 2所示。結果顯示，在青少年與父母親的教

養行為上，關愛支持對憂鬱症狀截距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14，達顯著水

準（p < .001）；關愛支持對憂鬱症狀斜率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06，未達

顯著水準（p > .05）。此結果說明關愛支持能減低青少年在國一時的憂鬱

症狀程度，但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長期變化沒有顯著影響。嚴厲教養對憂

鬱症狀截距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19，有達顯著水準（p < .001），嚴厲教

養對憂鬱症狀斜率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16，有達顯著水準（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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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顯示嚴厲教養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狀態與成長速率皆有顯著影

響，嚴厲教養程度愈高，則青少年在國一時有較高的憂鬱症狀，同時在九

年期間亦有較高的成長速率。在青少年自尊方面，自尊對憂鬱症狀截距之

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13，達顯著水準（p < .001）；自尊對憂鬱症狀斜率之

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24，達顯著水準（p < .001）。顯示自尊對於青少年

憂鬱症狀的初始狀態與成長速率皆有負向影響，也就是自尊程度愈高者，

其國一時的憂鬱症狀程度愈低，且在九年期間的憂鬱成長幅度亦愈低。最

後，本研究納入青少年性別為控制變項（女性為 1，男性為 0），女性青

少年的憂鬱症狀截距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28，達顯著水準（p < .001）；

女性青少年對憂鬱症狀斜率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01，未達顯著水準（p > 

.05）。顯示女性青少年在國一時相對於男性有較高的憂鬱症狀。

本研究亦納入背景變項如學業壓力、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父母憂鬱，

控制上述變項的可能影響。結果顯示，父母關愛支持、嚴厲教養與自尊對

憂鬱之結構係數的方向與效果並未有顯著變化，且學業壓力對憂鬱症狀截

距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20，達顯著水準（p < .001），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對憂鬱症狀截距之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18，達顯著水準（p < .001）。兩者

對憂鬱症狀斜率則無顯著影響。父母憂鬱對憂鬱症狀截距之標準化結構係

數為 .45，達顯著水準（p < .001），且對憂鬱症狀斜率之標準化結構係數

為 .09，達顯著水準（p < .05）。

本研究進一步運用多群組分析探討各預測變項對於青少年憂鬱的影

響是否有性別差異，結果顯示僅有一項結構係數具有性別差異：嚴厲教養

對憂鬱症狀截距之標準化結構係數在女性青少年為 .36，達顯著水準（p < 

.001），在男性青少年為 .20，達顯著水準（p < .01），檢驗該結構係數之

卡方檢定亦達顯著水準（Chi-square = 8.54,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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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青少年父母教養、自尊與憂鬱症狀發展之結構模式（標準化解）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伍、討論

一、青少年憂鬱的長期發展軌跡 

本研究採以潛在成長模式分析青少年從國一至大四間的心理健康發展

軌跡，並探討父母教養方式和自尊對其憂鬱症發展趨勢之影響。因本研究

為連續縱貫性探討，故可以逐年掌握青少年憂鬱的變化情形，以判斷憂鬱

發展與時間的關係。在憂鬱症狀發展趨勢上，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整體憂

鬱症狀有逐年提升的趨勢。     

在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上，大致符合青少年心理健康呈現非線性發展的

觀點（Brière et al., 2015），但國外文獻指出青少年中期至晚期憂鬱症狀為

下降趨勢，與本研究結果恰好相反，或許反映出未能完全推論至本土情況

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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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結果顯示，臺灣青少年憂鬱症狀在國一至國三逐漸攀升，隨後

在進入高中時遞減，直至高三又急遽成長，而後進入大學時下滑，至大二

又再次反轉上升。綜合來說，青少年的憂鬱成長趨勢為先上升、下降、再

上升，下降，後又上升，其中兩次的高峰期落在國三，高三正值會考，學

測和指考準備時期，探究其原因應與現在教育體制下的升學壓力有關。

在儒家文化下具有入學考試制度的亞洲國家，父母師長對學生升學的

期待，入學學校的社會地位等社會氛圍，以及個體感知道父母師長及社會

體制對考試表現的期望，似乎都隨時在醒學生「入學考試的好成績能進入

好學校，好學校能找到提升社會地位的好工作」，如是加劇了學生的心理

壓力，並隨著未來大考日期的逼近，青少年憂鬱症狀逐步攀升，大考結束，

憂鬱症狀又隨之降低。再者，升學主義造成同儕間為爭取少數升學機會而

形成學業競爭現象，當競爭現象越激烈，集體壓力就越大，學生的心理困

擾也就越嚴重（許崇憲，2017）。青少年受到升學體制下社會氛圍中這些

長期且持續的壓力因子，負面情緒隨著青少年內在壓力逐漸升高而升高，

對心理健康造成更為深遠的長期潛在因素（賴慧敏等人，2017）。

本研究結果也發現，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成長速率上均存

在個別差異，並且憂鬱症狀初始狀態會影響其後的憂鬱症狀發展方向與速

率。然而黃鈺婷（2007，2010）分析國一至國三的青少年憂鬱指出，憂鬱

的起始狀態與成長速率之間無顯著關係，黃鈺婷（2011）以同樣資料進行

分析更進一步指出，憂鬱的起始狀態並不會影響其成長速率。此結果可能

原因是，黃鈺婷（2007，2011）與吳齊殷、黃鈺婷（2010）的研究中並沒

有報告潛在成長模型中起始狀態和成長速率的共變情形，故無法得知兩者

間是否存在著顯著差異。另外，本研究結果亦補充周玉慧（2015）使用

TYP資料的不連續資料設計（僅使用國三、高三、大三與成年約 26歲）

所發現的憂鬱隨時間下降的線性結果，本研究使用九波的逐年資料顯示，

憂鬱症狀並非線性發展趨勢，而是隨著不同年齡而有高低起伏的非線性發

展趨勢，說明採用多重、逐年資料的重要性。再者，國內中長期連續的縱

貫性研究並不多，且臺灣學者大多僅分析青少年的國中時期，少有國中進

入高中後的相關研究，故對於本土青少年中後期的心理健康發展趨勢所知

甚少，完整青少年時期的分析更是一無所知，因此本研究結果正可以彌補

此缺口，說明了在國一時憂鬱症狀程度已有個別差異，且發展速率也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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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而在整個青少年時期中，憂鬱症狀具有持續性，且前一波的憂鬱程

度會影響到下一波的憂鬱程度。

本研究結果亦發現，女性青少年的憂鬱症狀在國一時顯著高於男性青

少年，說明女性青少年可能存在著較高程度的憂鬱情形，不過女性青少年

憂鬱成長速率並未顯著高於男性，代表男性可能也在青少年期間逐漸有憂

鬱上升的情況。

二、父母教養對憂鬱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指出，在教養方面，關愛支持有利於降低青少年初期憂鬱

的起始狀態，但無法影響整個青少年時期憂鬱症狀的成長速率，亦即關愛

支持僅能對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有所影響；嚴厲教養會提升青少年憂鬱症

狀的起始狀態，並提高青少年初期至晚期的憂鬱成長速率。在性別方面，

女性在國一時相對於男性有較高的憂鬱症狀。因此，本研究證實，嚴厲教

養係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壓力因素，不僅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有短期影響，更

不利於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維持，且影響程度遠高於關愛支持。

因此，本研究結果大致上與過去研究相符，子女知覺到父母的正向

關愛支持有助於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江守峻、陳婉真，2018；周玉慧，

2015；Hu et al., 2022），負向的嚴厲教養，則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有不利的

影響（Azahari & Amir, 2022; Keijser et al., 2020; Klomek & Koren, 2021）。

陳婉琪、徐崇倫（2011）的研究指出，影響青少年負面心理症狀的關鍵因

素是父母親的情感關愛，其影響程度大於「嚴厲教養」。然而本研究和

Wang等人（2015） 針對 12到 14歲的臺灣青少年研究相比， 該研究顯示

關愛支持會降低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成長速率，而本研究發現關愛支持

僅會影響青少年初期的憂鬱起始狀態，此間差異或許是因為本研究針對整

個青少年期進行探究，且採用 SEM作為估計方法，比多元迴歸分析更全

面性地考量了測量誤差、模型適配與潛在變數等，故得出的結果往往會更

接近於樣本資料的特性。另一方面吳齊殷與黃鈺婷（2010）分析國中階段

的青少年指出，嚴厲教養只有對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有顯著影響，而本研

究系縱貫整個青少年時期，能更進一步地分析教養方式之長期影響效果，

發現嚴厲教養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有負面影響，不僅會提升少年憂鬱的起始

狀態，亦會顯著影響成長速率。此外，本研究亦發現父母嚴厲教養對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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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的起始狀態存在著性別差異，亦即嚴厲教養對於青少年女性憂鬱症狀

的影響程度顯著高於男性青少年，顯示父母親的負向教養方式對於青少年

女性在青少年初期心理健康有更高的影響，不過隨著青少年成長，該性別

差異可能逐漸縮小，故本研究結果並未發現嚴厲教養對憂鬱症狀的成長速

率有著性別差異。

三、自尊對憂鬱的影響 

本研究運用 LGC 模型分析結果顯示，自尊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

展軌跡，具有關鍵的影響效果，為影響青少年長期憂鬱症狀變化的重要因

子。個人的自尊會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發展軌跡，亦即自尊

程度高者，在青少年初期即表現出較低的起始憂鬱症狀，隨著時間演進，

憂鬱成長幅度也相對較低，表現出相對較好的身心健康情形。相反的，起

始狀態即已表現出低自尊的青少年，會比一般國一學生有更高程度的憂鬱

症狀，其憂鬱症狀的發展，將隨著時間的推演而相對地更快速地趨於惡化。

此分析發現正好呼應「正向心理學」的理論觀點，青少年在進入國中

就讀時，對自己能力的認知和評估已逐漸形成，這種對自身評價的正負看

法，左右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狀態，成為是否能支撐他們克服與外在生

活脈絡互動下之挑戰的關鍵內在資源。隨著時空演進，自尊乃為影響身心

健康的持續變動因子，協助青少年適應並發展出正向的改變，抑或是逐漸

惡化的長期憂鬱症狀。

過去既存的國內外文獻大多為橫斷式研究方法，囿於資料蒐集與分析

策略，只能說明自尊和青少年憂鬱間當下的即時關係，無法釐清二者隨時

間演進而可能產生的轉折與變遷。在僅有的幾篇針對國中學生的縱貫性研

究指出，青少年的自尊程度與憂鬱症狀變化之間，呈現負相關（黃鈺婷，

2007，2011；吳齊殷、黃鈺婷，2010; Zhou et al., 2020）且有著亦步亦趨的

長期發展趨勢（黃鈺婷，2011；吳齊殷、黃鈺婷，2010）。然而在國內外

尚未有以此主題針對整個青少年期的相關實徵研究，故本研究說明自尊與

青少年憂鬱的關係系縱貫整個青少年時期，更可進一步證實青少年初期的

自尊程度對憂鬱症狀的變化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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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限制

TYP是目前臺灣相當具指標性的青少年縱貫發展的長期資料庫，本研

究是從 2000年至 2008年連續 8波的逐年追蹤資料，從第 8坡到第 9波雖

然不是隔年調查，但整個長期追蹤資料仍涵蓋完整的青少年時期。因此即

便追蹤時間距今已超過 10年，研究結果仍具一定代表性。研究結果或許

不能完全代表當前臺灣國一至大二與大四的青少年，但仍可反映臺灣青少

年憂鬱變化的長期發展，對學術界和教育現場都有著重要的貢獻。不過本

研究仍有幾方面的限制：

第一，本研究關於教育背景與升學環境的推論未必能推論到所有青少

年族群。由於 TYP資料中約有三分之一並未進入高中或大學，而是選擇

就業或有其他生涯規劃的考量（Lin & Gebel, 2021; Pan & Yi, 2011），關於

教育背景的推論未必能推論到所有青少年群體上。 

其次，本研究以縱貫方式探討關愛教養、嚴厲教養、性別和自尊對青

少年憂鬱症狀的影響，但還有其他重要的家庭研究變項沒有納入討論，例

如監督教養、教養者性別、親子滿意度和家庭社經地位，而這些變項可能

對青少年憂鬱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因此未來可以研究這些不同的家庭變項

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長期影響程度和發展趨勢。

再者，本研究採用潛在成長模型中的未指定軌跡模型來測量整個青少

年時期的憂鬱發展軌跡，儘管該模型能自由的估計憂鬱發展變化，但未能

針對相關變項（如父母教養與自尊） 用以預測不同青少年發展階段的影響

效果（如青少年中期相對於青少年晚期）。未來研究可考慮參考 Fan與 Yi

（2016）使用之 piecewise linear growth model進一步瞭解預測變項對不同

年齡層的影響效果。

陸、結論與實務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採用縱貫性的研究資料和潛在成長模型，分析臺灣青少年橫跨

整個青少年時期的心理健康發展趨勢，並探討家庭脈絡中不同教養方式與

青少年憂鬱症狀間的關聯性，更致力於探究來自個人自尊對青少年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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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發展的重要性。

本研究指出，青少年心理發展軌跡係一非線性趨勢，呈現先升後降、

再升再降後又生的成長軌跡，且在國一憂鬱程度較高者，其未來憂鬱發展

速度也較快，即呈現越不健康者則越不健康的不利趨勢。其二，本研究也

揭示，正向意義的關愛支持教養方式有助於降低青少年憂鬱的起始程度，

尤其是對女性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更具有重要的影響。此即明確反映出，

個人在支持性環境中所獲得的正向感受，乃是其在生活歷程中面對挫折與

挑戰的心理資本，保護青少年減緩受到負面情緒的不利影響。反之，負向

意義的嚴厲教養，不僅對青少年憂鬱起始狀況的影響程度大於關愛支持，

並會造成未來憂鬱發展的大幅增長。由是可知，嚴厲教養對青少年心理健

康之短期和長期均具有顯著的影響力，從研究結果更可知，對女性青少年

的影響尤勝於男性。

其三，從潛在成長模型分析結果可知，自尊是青少年初期至晚期影響

憂鬱起始狀態與未來發展軌跡的最關鍵因子，此更反映出，青少年對自己

的認知與評價在進入國中時就已經逐漸形成，並左右其心理健康的狀況；

隨著時間的演進，青少年對自己的負向認知成為其心理健康負向影響的強

力變項，負向影響與日遽增，逐步大幅發展出惡化的憂鬱症狀。

二、建議

（一）本研究清晰且完整地揭示，青少年初期至晚期的憂鬱發展軌跡。

在橫跨不同的教育階段下，整體憂鬱程度呈現上升、下降、上升、下降又

上升的變化趨勢，其中兩次高峰分別落在國三與高三。由此可知，臺灣青

少年心理健康仍與整個升學制度和教育環境有很高的關聯性，故升學考試

係潛在壓力因子。因此建議家長、助人工作者與學校從業人員，須先了解

青少年在隨著大考將至其心理健康之變化，適時的給予情緒支持及考試焦

慮的因應策略，或分享自身經驗並給予具體建議，使青少年有所遵循的方

式，以有所實質上的獲益。

（二）本研究發現，青少年憂鬱的起始狀態與成長速率呈正相關，也

就是在國一時即已呈現出較高憂鬱程度的青少年，在未來憂鬱狀況的發長

速率會急遽上升，因此，這可以確定青少年憂鬱早期預防的重要性。具體

來說，學校單位心理衛生工作者可以在青少年初期時，針對高危險群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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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力保護因子的培養，如教導社交技巧、情緒管理等，以促進他們能較

有效地應付日常生活中的挑戰，減少青少年曝露在高危險的環境脈絡中。

另一方面，可藉由積極推廣心理衛生教育，創造家庭與學校端的心理健康

之支持環境，以維護青少年初期的心理健康，進而降低未來憂鬱症狀的發

展速率，達到預防之效用。

（三）本研究說明，不同的教養方式對青少年身心健康會造成顯著差

異的影響，特別是青少年早期階段影響尤甚。關愛支持可以降低青少年初

期的憂鬱起始狀態，而嚴厲教養不僅會提高憂鬱起始症狀，更會加劇青少

年未來憂鬱發展的速率，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女性青少年，帶來

很高的危險性。學校心理衛生工作者可以設計幫助父母檢視自己教養方式

與子女互動方式的課程內容或衛教單張，傳達讓子女感受到充分的關愛、

接納與支持的教養，才是最有助於心理健康的關鍵因素；不重視子女說明

解釋，又牽涉怒罵責打的嚴厲教養，是負向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的危

險因子，提升子女罹患憂鬱症的風險。

（四）本研究顯示，青少年自尊乃是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起始狀態的

最關鍵因子，此亦即是，國一即已呈現低自尊狀態的青少年，可能已長久

處於不良的家庭互動關係中。因此家長、教育者和助人者，除了應該認識

到支援性社會環境在青少年情緒發展中的重要性外，若青少年無法在家庭

脈絡中獲得支持，則需協助他們找尋足以取代家庭的支持性環境，以重新

獲得健康身心發展的保護因子。其次，也可以正向心理學為基礎作為教育

輔導之理論依據，近年來基於正念的介入措施已被證實對克服低自尊是有

效的（Berry et al., 2022; Petratou et al., 2020），教育者可以應用這種介入

措施，引導學生正向地評價自己，更準確地解釋他人行為，並提高社會技

能，以增強他們的社會信心。

（五）由於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早期父母教養與自尊對於青少年憂鬱

發展軌跡的影響，僅使用 2000年國一樣本第一波（W1）的父母教養和自

尊之資料，持續追縱其後續八年的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然而，過去研究指

出父母教養並非一程不變，以及自尊也會隨著青少年成長而發生轉變（周

玉慧，2015；Fan & Yi, 2016）。未來研究可採用重複測量變項的多次貫時

性資料，此分析策略亦更能瞭解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時間變化因子

（time-vary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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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研究採用潛在成長模型來測量整個青少年時期的憂鬱發展軌

跡，但此模型的理論是奠基在樣本同質性的假設上，然而事實上每一個人

的發展軌跡都不盡相同，未來學者可以採用奠基在樣本異質性假設上的成

長混合式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 GMM）來探討青少年初期至晚期

的心理健康發展之異質性成長軌跡，以更貼近現實狀況下青少年心理健康

發展之長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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